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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驱动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实证研究

——以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为样本
刘钒，吴蓉
（武汉大学发展研究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  要：典型工业化城市是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地区。国家通过设立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以点带面推动典型工业化城市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分析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机制，采集示范区所在27个地级市2012到2019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全局熵值法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典型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以及对其产业转型速度、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利用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结果依旧显著。实证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显著推动典型工业化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能够推动产业转型速度提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但在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并不显著；数字经济对老工业城市的推动作用要高于资源型城市。基于实证结论提出数字经济助推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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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Digital Economy Driving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Taking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emonstration Zones as a Sample

LIU Fan, WU Rong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are the key areas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tate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demonstration zones. Analyze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economy affec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rough production, consumption, exchang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links , collect the panel data of 27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where the demonstration zones are located 2012 to 2019, use the global entropy method to construct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index, and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economy on the level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as well as its impact on the spee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Using the explained variable lag period as an instrumental variable to solve the endogenous problem, the result is still significa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econom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improve the speed of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in promoting the rationaliz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n promoting old industrial cities is higher than tha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igital econom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ypical industrialized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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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典型工业化城市以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为代表，历史上为国家工业化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目前仍是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着力点，将为新发展阶段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老工业城市振兴和资源型城市转型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做出重要指示，指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把重点放在产业转型升级上，把实体经济做实、做强、做优”。“十三五”时期，国家发改委联合科技部、工信部、自然资源部、国家开发银行，面向上述地区遴选创设了20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以下简称“示范区”），选择若干经济实力较强、产业特色鲜明、转型基础较好的城市率先突破。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再次提出，“推进老工业基地制造业竞争优势重构，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可见，加大力度推进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对于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关重要，而建设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则是新发展阶段推动我国典型工业化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飞速发展，数字经济规模从2012年的1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5.5万亿元，已连续数年稳居世界第二位，成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在疫情肆虐和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下行的双重冲击下，我国数字经济保持9.7%的高速增长，是同期名义GDP增速的3.2倍多，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示范区作为典型工业化地区的代表，围绕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更新改造，推动数字经济改善产业链发展与组织模式，利用数字科技助推产业链向纵深化、智慧化、智能化方向升级。然而，由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原因，大量工业化城市依然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较多制约，亟待基于数字经济探索产业转型与城市更新的新途径。因此，深入探讨数字经济驱动以示范区为代表的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问题，有助于为更多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提供参考借鉴，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2 文献综述
数字经济驱动产业转型升级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与本文有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量化分析、异质性探讨等三个方面。理论研究中，诸多研究从不同理论视角观察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机理。有效率型技术进步视角的研究，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1]。也有要素投入视角的研究，认为数字技术的出现会引发“关键生产要素”变迁，进而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和商业逻辑[2]。有从产业链视角的分析，认为产业转型升级其动力主要源于四个方面，分别是数字新技术使产业链组织分工边界扩展、需求结构变化、流通成本减少、价值分配转移[3]。有从产业链角度还有学者提出提出，数字经济通过嵌入制造业全产业链（创新链、制造连、销售连、供应链、服务链）来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4]3；或者从产业链群生态体系的角度，认为数字技术推动组织创新，加速组织创新，最终增强产业生态系统的适应性并促进产业生态系统的演化[5]。有从企业、消费者等市场主体角度阐述数字经济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6]29。有从内生增长理论出发，认为数字经济通过与实体产业和传统金融结合并使之优化的路径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7]。也有学者认为数字经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应分为两个方面，分别为升级机制和优化机制[8]。另外也有学者从中介效应入手，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存在消费需求这一中介效应，即数字经济通过拉动消费需求来推动产业转型升级[9]。总之，关于数字经济如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学界目前并没有统一的定论。
量化分析研究侧重于对数字经济和产业转型升级的测量、模型构建等方面。对数字经济的衡量分为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直接衡量法如利用中国数字经济白皮书指标来直接测算数字经济规模，间接测算法大多利用熵权法或者主成分分析法，此外还有学者使用CRITIC法来表征数字经济[10]24。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测量，学界目前也没有统一的指标，大多数论文都采用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或者产业结构合理化来表征产业结构转型，此外也有学者加入产业转型速度[6]30、产业融合[11]36等指标来进一步完善产业转型升级指标。现有文献在基准回归模型方面较常使用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12]59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13]两种模型，部分研究也用灰关联熵与耗散结构理论（系统论）[14]、系统GMM[15]、空间计量模型[16]等建模。样本数据主要为中国省级面板数据[17]，或者浙江省地级市面板数据[18]、长三角经济带省级数据[19]、黄河流域地级市数据[20]等区域样本数据。个别文献使用全国地级市面板数据，但没有成果使用典型工业化城市数据来分析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
异质性研究方面更多停留在笼统的东中西部地区异质性，但也有成果增加了城市规模、城市等级等机型进行异质性检验。有学者从传统的东中西部区域异质性入手，如陈小辉等[10]28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中国产业结构水平的边际递增提升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提升作用大于东部地区。也有学者有从城市规模、城市等级等视角入手研究异质性，如李治国等[6]34-36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速度的提升作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然而在中等规模城市数字技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作用更为显著; 分城市等级来看，数字经济对一线到五线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呈现正比或者正U型，相反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形状。另外有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入手研究行业异质性，如王瑞荣等[4]10 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负向影响，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显著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已有实证研究存在三个方面的提升空间。第一，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省级地区为空间尺度，以地级市为空间尺度的分析较少；第二，实证性研究典型工业化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成果非常少；第三，空间异质性检验角度相对缺乏，存在异质性检验的同质化问题。本文针对上述不足，以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27个地级市为样本展开量化分析，力求在更精细的空间尺度上深入揭示数字经济对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丰富这一问题探讨的实证案例，并且从不同维度进行视角独特的异质性检验，增强研究结论的针对性。

3 数字经济驱动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机制
3.1 数字经济的特性契合工业化城市转型逻辑

一般而言，数字经济通过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特别是，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以高效、环保、低成本、可大量复制为特征的新生产要素能够克服传统生产要素的固有缺点，其低成本大量复制的特点也使得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甚至趋近于零，且数字经济累积增值性的特点使得其克服了传统工业经济时代边际收益递减的问题，反而具有了边际收益递增的特性。因此，数字经济的上述特性非常契合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世界范围内工业化城市转型的重要路径。
3.2 产业转型升级的内涵
学术界一般认为，转型升级可以分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两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衡量的是产业内部的产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程度，和产业间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演进的过程[21]。其可分解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与质”两个层面。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则可以用产业转型速度表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则是通常意义上的产业结构高级化。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来讲，即第一、二、三产业比例结构处于合理区间。尽管也有研究认为第三产业占比高是国家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然而近年来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现象反映了制造业的重要性，没有制造业支撑的虚拟经济无法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来讲，就是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演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产业结构内部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的过程。此外，产业结构合理化更多源于内生性技术进步形成的生产要素合理配置。
3.3 数字经济驱动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机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运行和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包括生产、消费、交换和分配四个环节。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分析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机制，进而描述数字经济驱动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的作用，是更好发展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制造业的必然要求。

第一是生产环节，数字经济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来改进生产要素，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附加值以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数据以及数据的一系列衍生品如人工智能、算法等，一方面直接改造劳动工具，使机器设备向智能化方向发展，直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辅助管理层决策，精确反映生产环节出现的问题，使管理者可以精准地根据信息改进组织管理水平，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在数字技术的加持下，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结合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增加了商品的总价值量。进一步说，生产效率提高而缩短的劳动时间带来的超额剩余价值和垄断性数字经济价格带来的高溢价使得低附加值商品向高附加值商品演变，扩展到整个产业链上，就是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进化。
第二是交换环节，数字经济通过提升生产效率来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数据的流通、共享与近乎零的边际成本显著降低生产者购买生产资料和出售产品的时间和成本，即减少了交换时间，降低了交换成本。交换环节时间的减少，资本在相同时间可以周转更多次数，产生更多的使用价值，成本的减少使等量资本在相同时间雇佣更多劳动力，产生更多的价值，这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升，从而带来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三是消费环节，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并且提高生产效率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互联网平台发挥平台、桥梁和加工者的作用，企业通过互联网平台及时获取消费者意见，合理改进产品，不断提升生产技术。数字经济下的消费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生产者通过互联网平台为消费者定制个性化、碎片化服务，运用大数据创造新的需求，激发消费欲望，社会消费水平提升，货币流转速度加快，资本回笼周期变短，生产者会有更多资金投入到研发和技术创新。个人通过互联网平台消费数据与信息，将其转化为知识，增加自身的人力资本，更有利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必然带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数据具有共享性，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与其他传统生产要素最大不同就是商品交易过程中使用价值没有被完全让渡，即数据中介可以持续使用数据，而且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提升，算法进一步优化，数据中介产生的信息预测性和指导性也越强，也就是说数据消费完成后仍具有持续增长的生产能力。数据生产能力的提升是生产效率提高的表现。如生产环节所述，生产效率的提高必然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
第四是分配环节，数据产权界定不清淅和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善导致数字经济不能在分配环节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一般而言，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按照贡献合理分配利润，可激励个人、企业和互联网平台进行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然而，由于数据产权界定的模糊，数据要素市场的不完善等问题，互联网平台在数字经济领域仍具有绝对主导权与话语权，无论是使用数据的企业还是个人，都被平台收取高昂数据费用，造成利润分配的不合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自然也无从谈起。








由图1可见，数字经济是工业化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重要驱动力。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数字技术渗透进入各个产业，并迅速扩散成新的业态，数据与信息作为可交易要素流通于企业、市场与消费者之间不断增值成为数字产业链，数字技术就成为一种全新的产业，可适用于多种全新的场景与模式。例如，典型工业化城市吉林省吉林市，近年来突破性发展软件和服务外包业及云计算产业，依托大数据建设旅游云和教育云，形成了新的经济业态。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生产效率的提升来推动产业间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全方位提高研发、生产、流通、交易等方面的效率，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依托数字科技不仅可以贯通生产的上中下游，也可以打通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的信息屏障，实现消费需求到生产需求的直接转变，优化产业链供应与组织模式。例如，典型工业化城市沈阳市通过智能装备制造全生命周期实时分享的运营，实现订单共享、产能共享、创新共享、管理共享和信息共享，同时为企业提供设备、投资、设计、制造、维修和交易全产业链服务，从而颠覆传统制造业态和商业模式，让“重资产”的制造业实现“轻资产”运营，完成产业链资源整合和价值链分享，助推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数字经济通过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影响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进而推动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且这种影响存在异质性，即数字经济对老工业城市、资源型城市两类工业化地区的转型升级影响大小不一致，即因城市的发展历史和资源禀赋属性不同而存在异质性[22]。
4 研究设计
4.1 研究对象
“十三五”期间，国家面向工业化城市创设的20个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包括：辽宁中部（沈阳-鞍山-抚顺）、吉林中部（长春-吉林-松原）、内蒙古西部（包头-鄂尔多斯）、河北唐山、山西长治、山东淄博、安徽铜陵、湖北黄石、湖南中部（株洲-湘潭-娄底）、重庆环都市区、四川自贡、宁夏东北部（石嘴山-宁东）、北京京西、大连沿海、黑龙江大庆、江苏徐州、江西萍乡、河南西部、广东韶关、贵州六盘水，涉及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30多个。毫无疑问，20个示范区均是我国工业化城市中经济实力较强、推进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较快的工业化城市，是进行实证研究的良好对象。鉴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其中的27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其中包括资源枯竭型城市6个、老工业城市21个，其中辽宁抚顺，安徽铜陵、湖北黄石、宁夏石嘴山、江西萍乡、广东韶关共6个地级市分类为资源枯竭型城市，其余为老工业城市。针对上述城市的数据采集时间范围为2012-2019年，数据来源为《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4.2 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数字经济对典型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途径以及影响程度，本文建立如式（1）的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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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其中iso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de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Xit表示i城市在T时期其他影响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因素，α0表示截距项，α1表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估计参数，αc表示社会消费和政府干预程度等控制变量的估计参数，ui表示城市i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表示随机扰动项。
4.3 变量选取与测量
4.3.1 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水平（iso_index），一般使用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标准来衡量。此外，部分研究鉴于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的状况，提出使用产业高级化等放大第三产业比重的指标不甚合理。因为并非第三产业比重越大，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越好。然而目前学界还没有统一定论如何更合理地衡量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因而本文仍然保留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指标，并借鉴李治国，车帅[6]30的做法，增添了产业转型升级速度的指标。
本文使用泰尔指数(TL) 来表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程度，计算公式如（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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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其中Yi表示第i产业的GDP，Y表示当年GDP，Li表示第i产业的劳动力数量，L表示总劳动力数量。泰尔指数是一个负向指标，即泰尔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呈现负相关关系，泰尔指数越小反而表明产业结构越合理。
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本文中采用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重来表征。产业转型升级速度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ias）来衡量，产业结构层次系数的原理是通过产业占比的变化程度可以反映三大产业的发展趋势与过程，因而可以代表产业转型速度，计算公式如式(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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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中，θi为给定的产业赋值权重，q(i)为三大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三次产业的发展规律是: 第一产业的占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占比先升高后下降、第三产业的占比重稳步升高。 [23] 。因此θi分别设定第一、二、三产业为1、2、3的权重，最后得出相应城市产业转型速度。
4.3.2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_index)，在大部分文献中被认为对产业转型升级有显著推动作用。不同之处在于，部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是正向线性关系，但也有部分研究提出两者之间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风险拐点。[12]60作为解释变量，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测量存在两种方式：直接测量法如《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给出的计算方法来计算出数字经济的规模；间接测量法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或者熵值法选择多个维度的指标间接计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文参考李治国和车帅 [6]30的研究，选取互联网发展程度、人才储备力量、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发展等三个维度共6个三级指标运用全局熵值法计算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互联网发展程度包括四个三级指标：人均电信业务收入，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计算机和软件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人才储备则使用每百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衡量（2017年及以后年份由于统计年鉴指标变更，使用本专科在校生人数替代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使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4]来衡量。 
4.3.3 控制变量
借鉴陈堂和陈光[8]35的研究，并考虑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了五个控制变量。一是政府干预程度（gi），采用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该变量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政府发展经济的决心和相关政策的支持力度。二是对外开放程度(fdi)，利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该变量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产业发展，但如果投资于劳动密集型中低端产业，也会加剧产业结构失衡。三是科教支持(tec)，采用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占当地财政预算支出比重来衡量。科学技术与人才是实现产业高端化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动力。四是城镇失业率(une)，采用登记失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和登记失业人数比重来衡量。对于典型工业化城市而言，城镇失业人数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产业结构调整。五是社会消费(soc)，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来衡量。详见表1
表 1  变量选取与测量
	变量类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被解释变量
	产业转型升级水平（iso_index)
	产业结构高级化（iso_tg)
	第三产业GDP占比比上第二产业GDP占比

	
	
	产业结构合理化(iso_tl)
	泰尔指数

	
	
	产业转型速度(iso_ias)
	产业结构层次系数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_index)
	互联网发展水平(de_int)
	人均电信业务收入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

	
	
	
	计算机和软件从业人员占单位从业人员比重

	
	
	人才储备力量(de_pn)
	每百人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

	
	
	数字金融发展水(de_fin)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控制变量
	政府干预程度(gi)
	　
	地方财政预算内支出占GDP比值

	
	对外开放程度(fdi)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科教支持(tec)
	
	科学支出和教育支出占当地财政预算支出比重

	
	城镇失业率(une)
	
	登记失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和登记失业人数比重

	
	社会消费（soc)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GDP比重


为了避免数据量纲的影响，所有数据采用比例型进行处理。产业转型升级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数值标准化后采用熵值法赋予客观权重计算出指数。具体数据描述详见表2。
表2 数据描述
	 变量
	 观测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so_index
	216
	0.325
	0.104
	0.108
	0.778

	 de_index
	216
	0.261
	0.134
	0.053
	0.816

	 soc
	216
	0.399
	0.135
	0.137
	1.013

	 une
	216
	0.032
	0.018
	0.008
	0.139

	 gi
	216
	0.155
	0.048
	0.044
	0.369

	 fdi
	216
	0.02
	0.019
	-0.035
	0.112

	 tec
	216
	0.176
	0.037
	0.085
	0.28

	


5 实证结果及分析
5.1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样本工业化城市的基准回归结果见表3，且所有模型均为固定效应。其中，模型（1）（3）（5）（7）是在没有控制变量下的回归结果，模型（2）（4）（6）（8）是在控制了控制变量下的回归结果。模型（1）（2）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进行的回归，（3）到（8）是数字经济分别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子维度的回归。从调整R2看是在控制了控制变量情况下具有更好的拟合度。
模型（2）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影响系数为0.428，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推动了示范区所在工业化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水平提高。分析示范区近年来在实践中的具体工作同样证明了这一点。示范区作为典型工业化城市，拥有较好的资源禀赋和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通过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可以更好推动第二产业向纵深发展，进而逐步淘汰低附加值工业，向中上游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例如，沈阳、株洲等多数示范区城市都选择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医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也有部分城市鉴于原有产业衰退不适合继续纵深发展，而谋划布局数字产业化发展第三产业。但总体来说，数字经济显著推动了示范区产业转型升级水平。
模型（4）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系数为1.298，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示范区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提升。原因可能在于，数字化对于第三产业的渗透显著提高了第三产业占比，数字技术的创新又在不同程度催生了科技成果应用的高转化率，间接推动工业化城市的产业结构高级化。
模型（6）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系数为-0.160，且不显著。说明数字经济对示范区等工业化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不明显。究其原因，目前工业化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时间尚短，不论是产业数字化还是数字产业化都未完全落地，尤其是工业化城市的转型还处于阵痛期，导致就业结构与产出产值的不匹配。而且在第三部分所述，数据产权界定不清淅和数据要素市场不完善导致数字经济不能在分配环节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模型（8）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型速度的影响系数为0.636，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示范区城市的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占优的结构转型趋势比较明显。由于数字经济深刻改变着第二、第三产业发展的模式与环节，提升了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故而其对工业化城市转型速度的影响比较明显。
从实证结果还可见，社会消费、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水平、科教支持对工业化城市现阶段产业转型升级水平的总体和各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影响较大的控制变量分别是社会消费和政府干预程度。
表 3  数字经济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效应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iso_index
	iso_index
	iso_tg
	iso_tg
	iso_tl
	iso_tl
	iso_ias
	iso_ias

	de_index
	0.866***
	0.428***
	2.944***
	1.298***
	0.018
	-0.160
	0.828***
	0.636***

	
	(0.080)
	(0.078)
	(0.285)
	(0.265)
	(0.111)
	(0.130)
	(0.164)
	(0.204)

	soc
	
	0.307***
	
	1.052***
	
	-0.029
	
	0.207

	
	
	(0.064)
	
	(0.218)
	
	(0.107)
	
	(0.168)

	une
	
	-0.373
	
	-1.180
	
	0.118
	
	-0.435

	
	
	(0.294)
	
	(1.002)
	
	(0.492)
	
	(0.771)

	gi
	
	0.648***
	
	2.855***
	
	0.871***
	
	-0.082

	
	
	(0.183)
	
	(0.622)
	
	(0.306)
	
	(0.479)

	fdi
	
	-0.045
	
	-0.880
	
	-1.334***
	
	0.152

	
	
	(0.292)
	
	(0.994)
	
	(0.488)
	
	(0.765)

	tec
	
	-0.044
	
	0.561
	
	1.236***
	
	-0.337

	
	
	(0.220)
	
	(0.750)
	
	(0.369)
	
	(0.577)

	_cons
	0.099***
	0.011
	0.103
	-0.374*
	0.156***
	-0.116
	2.130***
	2.181***

	
	(0.021)
	(0.056)
	(0.076)
	(0.192)
	(0.030)
	(0.094)
	(0.043)
	(0.148)

	N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216

	adj. R2
	0.296
	0.566
	0.270
	0.591
	-0.143
	-0.018
	-0.007
	-0.015


注: ***、**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5%和10%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表同。
5.2 内生性结果分析
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与工业化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数字科技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显著促进工业化城市转型；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市转型速度加快和产业升级水平不断提高，导致数字科技的嵌入力度不断加深，也将助推数字经济自身快速迭代。因此，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内生性检验，工具变量使用被解释变量(iso_index)滞后一期进行估算，结果见表4。与基准回归结果相比，核心解释变量（de_index）和其他控制变量（soc、une、gi、fdi、tec）的回归结果大部分一致，没有出现明显的正负号区别，但是内生性检验回归估计参数普遍较基准回归结果参数更大。可以肯定，即使考虑内生性，前述模型的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模型(9)
	模型(10)
	模型(11)
	模型(12)
	模型(13)
	模型(14)

	
	iso_index
	iso_index
	iso_index
	iso_index
	iso_index
	iso_index

	de_index
	1.826***
	1.512***
	1.449***
	1.257***
	1.294***
	1.320***

	
	(0.202)
	(0.276)
	(0.262)
	(0.237)
	(0.252)
	(0.256)

	soc
	
	0.171*
	0.193**
	0.098
	0.125
	0.141

	
	
	(0.095)
	(0.091)
	(0.094)
	(0.096)
	(0.097)

	une
	
	
	-0.855*
	-0.671
	-0.656
	-0.662

	
	
	
	(0.456)
	(0.418)
	(0.423)
	(0.426)

	gi
	
	
	
	0.606***
	0.569**
	0.445*

	
	
	
	
	(0.231)
	(0.238)
	(0.264)

	fdi
	
	
	
	
	0.393
	0.410

	
	
	
	
	
	(0.419)
	(0.423)

	tec
	
	
	
	
	
	-0.431

	
	
	
	
	
	
	(0.370)

	N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adj. R2
	-0.234
	0.052
	0.113
	0.268
	0.245
	0.230


6 两类工业化城市的异质性研究
如前所述，示范区包括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尽管同为典型工业化地区，但两者的资源禀赋、发展历程、转型动力、内外环境都存在一定差异。事实上，国家对待两类城市也是采用分类施策，对于老工业城市重在重构工业竞争优势，对于资源型城市则重在培育接续替代产业。为此，有必要讨论数字经济对两类城市转型升级的异质性问题。具体结果见表5。
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两类城市转型升级的影响区别较大。尽管都呈现显著正相关，但从模型（15）来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资源型城市的影响系数为0.279，对老工业城市的影响系数为0.430，后者明显要高。原因可能在于，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具有相反的投入产出特性，即传统产业投入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产出与成效，而数字经济相反前期需要大量的投入来建设数字基础设施，短期内也难以见到成效，但数字基础设施一旦完成并完备，且数据边际收益递增的特质，长期收益将爆发式增长。老工业城市可以依靠原有的工业基础，引入人工智能和数字化设备，换言之就是传统生产要素融合，改进传统生产要素，以重构产业竞争优势。相较于老工业城市，资源枯竭型城市由于资源枯竭，不具备改造原有生产线的可能，很可能选择第三产业作为城市的接续替代产业，而这对前期数字基础设施投入要求高，造成短时间内难以见到产业转型成效。加之资源型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和财政困难问题都比较严重，使得其借助数字经济推动转型的水平相对较低。模型（15）显示，地方政府干预程度（gi）对于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有着非常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证明在资源型城市政府财政相对艰难的情况下，仅依靠数字经济进行动能转换依然不够。
表 5  城市性质异质性回归结果
	
	模型(15)
	模型(16)

	
	资源枯竭型城市
	老工业城市

	de_index
	0.279**
	0.430***

	
	(0.134)
	(0.100)

	soc
	0.169*
	0.387***

	
	(0.094)
	(0.093)

	une
	-0.253
	-0.887

	
	(0.264)
	(0.758)

	gi
	0.880***
	0.442

	
	(0.232)
	(0.273)

	fdi
	0.277
	0.013

	
	(0.962)
	(0.324)

	tec
	0.363
	-0.164

	
	(0.372)
	(0.264)

	_cons
	-0.047
	0.050

	
	(0.092)
	(0.077)

	N
	48
	168

	adj. R2
	0.500
	0.583


7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数字经济通过渗透生产、消费、交换、分配等环节来促进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最终推动工业化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其次，数字经济对典型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能够助推其产业转型速度提高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尽管由于数据要素在分配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其并未明显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化，但工业化城市转型升级仍然需要牢牢把握数字经济发展这一重要驱动力。再次，现阶段，数字经济对老工业城市转型升级的助力明显大于资源型城市，两类城市需要有区别地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有鉴于此，本文针对政府推动工业化城市加快转型升级的政策提出如下建议。
（1）打通数字技术渗透工业化城市生产、交换、消费、分配诸环节的障碍。工业化城市要发挥工业基础厚实、技术工人较多等比较优势，紧抓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大发展的机遇，大力推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与生产环节深度融合，放大数字化、智能化对生产效率的乘数效应，在区域特色制造业领域建立一批示范性数字工厂，寻找并创造制造业“新赛道”，增强产业数字化的技术基础，实现工业化城市向“数字化工业城市”的更新及转型。
（2）消费环节要打破数据流通与流转障碍。进一步落实落地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政府牵头建立完善大数据流通平台，在保障隐私基础上科学分类识别数据，实现多主体联通对接、消费与学习，培育数字科技创新集群和应用场景，加速释放信息消费、数字投资和数字贸易等需求活力，尤其是消费领域的数字化潜力释放，挖掘更多新经济“引爆点”，实现工业化城市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3）交换环节要遏制互联网平台数据垄断行为，既要完善数据隐私与数据反垄断立法，防止数据平台利用算法和以侵犯用户隐私方式进行“大数据杀熟”，也要多部门、多机构协同解决监管碎片化问题。

（4）分配环节要建立数据生产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特别是要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机制，科学且清晰地界定数据产权，运用法律措施与行政手段为建立数字产权保驾护航，缩短区域间与群体间数据话语权的差距，避免和弥补事实上业已存在的“数字鸿沟”。

（5）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地工业化城市“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政策，提高政策精准性。对于老工业城市，重点侧重利用数字科技和智能设备加速传统工业行业的改造提升，增加工业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以实现提档升级。特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也可以通过嫁接数字科技提振市场需求、减少环境污染，同时兼容较高的就业容量。对于资源型城市，中央应该有倾向性地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以解决资源型城市前期数字基础设施投入困难问题，特别是要求资源型城市利用转移支付发展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引进培育新模式、新业态，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同时优化营商环境，以变更好地放大数字经济的助推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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